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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反应研究:  

基于压力的理论视角* 

周琦玮 1,2  李  倩 3  梁  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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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 很

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都遇到缺乏员工支持、消极合作等来自企业内部的挑战。目前, 有关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战略层面, 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员工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因此, 本文从企

业内部微观层面着手, 采用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型, 将数字化转型视作一种压力源。通过聚焦数字化转型给员

工带来的工作压力, 试图揭示员工对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差异化反应及其内在机理。第一, 探究压力源, 基于扎

根理论归纳员工对数字化转型中压力源的感知和识别。第二, 追踪压力结果, 基于变革分析框架, 探索数字化

转型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及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第三, 分析压力体验, 分别从认知和情绪视角, 探讨员工

支持或抗拒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边界条件及后续结果。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的研究范畴和内容, 还为企业科学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水平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压力动态过程, 压力认知评估, 压力源−情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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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

字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 数字经济在我国

蓬勃发展, 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戚聿东 

等, 2021)。企业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

核心单元, 正在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2022 年中

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数据显示, 81.6%的企业

已经开始了数字化转型, 万人以上企业开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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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的比例为 92.3%, 而在上市公司中这一比

例更是高达 98.1%。由此可见,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

企业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1。然而, 在蓬勃发展

的同时 , 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挑

战。例如, 某 A 股上市集团在上线数字化招投标

系统时遇到了来自内部的阻力, 销售人员因不熟

悉系统、时间紧迫、流程固化等原因拒绝在系统

里提交投标申请, 消极配合系统应用。波士顿咨

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一项调研也发现, 员

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达出强烈的担忧, 高达三

分之一的员工明确表示拒绝接纳新的数字化工作

方式, 同时, 超过半数的员工认为转型不会对职

业发展产生实际价值。相比之下, 仅有五分之一

的员工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数字化转型的相关

决策中2。 

                     

1 https://www.workercn.cn/c/2022-10-12/7192515.shtml. 
2 https://www.bcg.com/news/21december2021-why-successful- 
digital-transformations-are-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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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消极配合数字化转型现象的背后, 实

际反映了员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多重

压力, 包括工作超负荷、工作场所监控以及数字

技能学习压力等。根据一项涵盖 19 个国家的全球

数字技能指数调查显示, 近 75%的员工认为自身

缺乏目前所需的数字技能, 同时 76%的员工感到

无法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3。尽管数字技术为员

工的工作带来了便利, 但由于员工对于数字化转

型的理解不足, 以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变化对工作

流程、沟通方式和绩效考核等多方面持续提出新

要求 , 当员工的数字技能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时 , 

他们很可能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导致工作投入度

下降、离职率上升等工作退缩行为。麦肯锡的一

项调查显示, 有 70%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因员工的

抵制而失败4, 这凸显了员工参与和支持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性。因此, 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过

程中, 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员工的影响, 关

注员工的内在需求, 明确他们对转型的积极和消

极反应, 并采取措施引导和支持, 是确保企业成

功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总体而言, 与传统的组织变革不同, 企业数

字化转型给员工带来了新的工作要求, 这些要求

通常超出了员工原有的资源水平, 新技术和新工

作方式甚至会对其职业生涯构成潜在威胁, 因此

导 致 新 的 工 作 压 力 (Cavanaugh et al., 2000; 

Lazarus & Folkman, 1984; Williams & Cooper, 

2002)。在这一过程中, 员工能否正确理解和应对

这些压力非常关键,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员工在数

字时代的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还直接影响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和成效。为推动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探讨企业

开展数字化转型对内部员工的影响, 以更好地理

解员工对于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压力反应, 从而

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增强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

理解和支持, 最终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尽管学者们也已经开始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内部员工的影响, 但现有研究还相对有限。部

分研究采用案例等定性方法, 主要探讨不同类型

                     
3 https://www.salesforce.com/news/stories/salesforce-digital- 
skills-index-details-major-gaps-across-19-countries/. 
4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the- 
how-of-transformation.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路径和意义等, 包括商

业银行(谢治春 等, 2018)、餐饮企业(谷方杰, 张

文锋, 2020)、国有企业(戚聿东 等, 2021)、零售企

业(王砚羽 等, 2019)等。另一部分研究采用定量

方法, 主要关注企业采纳某种数字技术后对企业

战略 (刘洋  等 , 2020)、组织结构 (陈冬梅  等 , 

2020)、流程管理(陈剑 等, 2020)、商业模式(王砚

羽 等, 2019; 邢小强 等, 2019)、创新绩效(Hanelt 

et al., 2021)等方面的影响。总体而言, 目前有关数

字化转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宏观管理领域

(例如战略、创新、运营管理等), 而对转型中员工

管理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 鲜有研究直接关注企

业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工作压力及其对员工的影

响, 以及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反应和行为结果。 

因此, 为了应对数字化时代下的员工管理新

挑战, 本文将重点从工作压力的视角出发, 探究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助力”或“阻力”的

双面反应。一方面 ,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Fiske & Taylor, 1991), 本研究关

注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组织变革的个体感

知, 即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其认知、情绪

和行为后果的影响。已有研究显示, 相比于客观

的组织特征 , 员工感知到的组织特征会对其认

知、态度和行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如 Frew & 

Bruning, 1987; Reis et al., 2016)。即便在同一企业

或同一部门中, 员工也可能由于岗位、职务和个

人背景等因素的差异, 对数字化转型程度产生差

异化感知(Meske & Junglas, 2021; vom Brocke et 

al., 2018)。因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基于社会认

知理论, 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对微观个体层面的

差异化影响。另一方面, 本研究将采用压力的理

论视角去理解和揭示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作的影

响。本文认为, 作为一场深刻的组织变革, 数字化

转型会给员工带来诸多新的工作压力。通常, 在

面对不确定的变革收益和可能新增的工作负担时, 

员工会天然地存在抗拒心理, 导致变革阻力的产

生 (Choi, 2011; Fugate et al., 2012; Oreg, 2003; 

Venus et al., 2019)。因此, 本文以“数字化转型是员

工的一种压力源(Stressor)”为出发点, 基于工作压

力动态过程模型(Process Theori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Williams & Cooper, 2002), 探究数字化转

型可能引发的不同类型工作压力, 员工对这些压

力的认知和评价, 以及不同压力对员工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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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化影响。本文将结合多种研究方法, 综合

运用经过三角验证的案例和深度访谈资料、客观

档案数据、实验数据以及多来源−多时点的问卷调

查数据等, 以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和员工为研

究对象, 探究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面反应

及其内在机理。 

2  研究现状与述评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发展 

目前, 学者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各有

侧重。部分学者采用“过程观”视角, 将企业数字化

转型视作一个过程。Loebbecke 和 Picot (2015)将

动态能力框架引入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分析中, 从

感知威胁、抓住机会和转变能力三个方面分析组

织为进行数字化转型构建动态能力的过程, 提出

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日常组织生活中使用数字

技术的持续过程。相应地, 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

型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所提

供的支持, 使业务和技术产生交互, 从而实现覆

盖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和产品使用期间的所

有环节价值链流程的变革(王核成 等, 2021)。 

更多的学者采用“变化观”视角, 围绕数字化

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变化(如组织结构、生产流程、

人员管理、企业价值观等)进行定义。例如, Siebel 

(2019)认为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改造自身的生产经

营系统、管理模式与核心业务流程, 从而形成破

坏性创新和变革的过程就是数字化转型。Abhari

等(2021)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从根本

上改进业务模式或流程 , 以提高业务绩效的过

程。Gong 和 Ribiere (2021)则强调变革的颠覆性, 

指出在变革过程中, 企业要通过创新性地利用数

字技术来盘活关键资源和能力, 善用战略杠杆从

根本上改善组织, 并重新定义组织利益相关者的

价值主张。黄丽华等(2021)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定

义相结合, 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通过信息技术、

计算技术、通信技术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应用, 触

发组织特性的重大变革, 并重构组织结构、行为

及运行系统的过程。 

尽管学者们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定义时

采用了“变化观”和“过程观”两种不同的视角, 但

均强调了“数字技术手段的运用”及其“带来的显

著改变”两个方面。Vial (2019)综合了上述两种观

点, 从目标实体、范围、手段、预期结果四个方

面给出了界定, 并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

含八个模块的数字化转型框架, 认为企业数字化

转型是采用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的组合,

带来企业属性的重大变化, 旨在实现整体提升的

过程。本文采用 Vial (2019)的定义, 认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同时包含了转型过程和转型结果两方面。

这一定义目前也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如刘洋 

等, 2020; 单宇 等, 2021; Verhoef et al., 2021)。 

2.2  员工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反应研究 

近年来, 随着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推进和深入, 

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

类反应(如谢小云 等, 2021; Kellogg et al., 2020; 

Murray et al., 2021; Raisch & Krakowski, 2021; 

Raveendhran & Fast, 2021; Tong et al., 2021; Wong 

et al., 2020)。然而, 相关研究数量还相对有限, 且

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文献回顾显示, 企业数字化

转型既会对员工产生积极作用, 也会带来消极作

用。由于这种潜在的双面影响, 员工在认知、情

感和行为三个方面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员工经

历着认知方面的变化, 进而产生认知反应。数字

化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变革, 更是一场认知与

思维革命(史燕伟 等, 2023)。Chalykoff 和 Kochan 

(1989)早在信息化初期的研究就发现 , 通过计算

机来对员工工作进行监控, 会显著降低员工的工

作满意度。Shanahan 和 Smith (2021)基于心理契

约理论的研究发现, 员工会将广泛的数字监控视

为对信任的违背 , 从而产生愤怒和被背叛的感

觉。Jeske 和 Santuzzi (2015)也证实组织使用数字

监控会损害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等工作

态度。Becker 等(2021)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组织对员工进行密切地数字化监控会引发员工的

注意力冲突, 进而带来心理焦虑并影响员工健康, 

甚至对员工的家庭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Meske

和 Junglas (2021)指出,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中, 员工的工作自主性与赋权感会受到影响, 进

而会影响员工对数字技术以及工作内容的认知。

Winasis 等(2021)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员工的

信息源, 但同时也会降低员工的敬业度。Tang 等

(2023)基于自我认知理论的研究发现 , 在数字化

企业中 , 依赖智能机器的员工更以任务为中心 , 

并对工作目标进度的感知程度更高。史燕伟等

(2023)根据人−任务−技术匹配框架提出,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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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认知重塑改变了员工对数字技术及其与自身

偏好、数字化工作任务三者关系的看法。 

其次,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员工也

经历着情感上的变化, 并进一步产生情感反应。

在研究员工情感反应的领域中, 目前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揭示员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负面

情感反应, 只有少数研究证实了员工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也可能存在积极的情感反应。例如, Karimi

和 Walter (2015)发现员工感受到与数字化转型之

间的高心理距离会导致其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排斥

心理。Dengler 和 Gundert (2021)认为数字化转型

会增加员工的心理不安全感, 迫使员工付出更多

努力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但同时, 由数字化转型

带来的负面压力也会抵消这些努力。Yassaee 和

Mettler (2019)认为虽然数字工具的应用可以强化

管理效果 , 但同时也给员工带来更大的精神压

力。周文斌和王才(2021)的研究发现, 工业机器人

的广泛应用与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Selenko 等(2022)认为新信息技术所

带来的变化可能导致潜在的工作损失, 这不仅降

低了员工的工作质量, 也对员工的心理造成了伤

害。张樨樨和郝兴霖(2023)指出员工在企业数字化

转型中可能感到控制感被剥夺, 从而产生对数字

化转型的抗拒。然而, Abhari 等(2021)的研究却发

现,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员工可以通过与同事

交流来改善工作中的社交体验。总体而言, 当前

学者们主要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情感产生

的负面影响, 对员工的积极情感反应研究仍需进

一步深入。 

再次,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员工经

历着行为上的变化, 并进一步产生行为反应。其

中, 部分学者认为员工的行为反应主要来源于人

工智能、算法等新数字技术对员工工作的辅助功

能(Rimon, 2017; Wang et al., 2020; Winasis et al., 

2021)。例如, Rimon (2017)指出, 基于数字平台的

沟通方式提高了员工之间的对话效率, 满足了员

工的实时需求, 进而提高了工作效率。然而, 员工

在享受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需要通

过深入学习来适应这些新技术。vom Brocke 等

(2018)认为 , 数字化促进了员工的探索行为 , 激

发了员工的创新能力。Kensbock 和 Stöckmann 

(2021)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 从组织创新的角度提

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会促使员

工致力于提高自身的技术与能力, 以适应这种变

化。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导向的增强使得员工更愿

意提出建议和意见, 从而提升了员工的参与度。

然而, 许多学者认为虽然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

员工技能提升 , 但员工也同时面临着适应新技

术、应对组织价值观和文化变革的挑战, 这给员

工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压力, 导致其最终可能产生

抵制变革的行为。例如, Wang 和 Han (2020)的研

究发现, 具有较强防御心理的员工可能会因为担

心自身利益受损而强烈排斥或抵制企业数字化转

型。这些员工倾向于隐瞒信息或知识, 减少与团

队其他成员的沟通和交流, 从而大大减少团队中

基于资源和技能的互惠行为, 对企业的凝聚力造

成了负面影响。 

2.3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基于文献回顾, 我们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

近年来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 相较于

战略管理、技术经济等宏观管理领域的研究, 在

微观层面, 有关企业员工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这

一“压力源”, 以及员工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反应等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通过上文对数字化转型内涵及其对员工影响研究

的梳理, 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

开深入探索。 

首先, 在微观管理领域,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内部员工的影响以及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反应研究还相对有限。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员

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行为变化, 而对员工在

认知和情感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此外, 现有研

究主要采用“人与技术交互”的理论视角, 多关注

特定数字技术采纳对员工的影响, 少有研究从压

力视角探讨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反应。

然而, 实际上, 数字技术应用仅是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一个维度, 数字化转型还包括产品创新、组

织结构、协作方式、组织文化等多个方面(史燕伟 

等 , 2023; 王核成  等 , 2021; Meske & Junglas, 

2021; Raghuram et al., 2019; Schneider & Sting, 

2020; vom Brocke et al., 2018)。员工需要同时应对

技术适应、文化变革等多方面的挑战, 这会给员

工带来不同类型的工作压力。因此, 未来的研究

应当拓展理论视角, 从数字化转型的多个方面来

全面探讨员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所产生的情

感、认知和行为等多维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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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的内部作用机

理和边界条件尚需进一步挖掘。基于文献梳理 , 

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数字

化转型对员工认知(如赋权感、工作自主性等)、情

感(如心理距离、控制感等)和行为(如员工创新、

主动性行为等)的影响, 既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

是消极的。由此, 较难推断为何员工在面临数字

化转型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情感或行为。本文

认为, 这些不一致的结论主要是由于过往研究中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员工反应之间的影响机制和

边界条件探讨不充分, 缺乏对于不同工作岗位特

征、心理动机、技能水平、组织氛围等因素的考

量。此外, 也有学者指出, 当前组织管理研究更多

地侧重于技术对员工的单向影响 (谢小云  等 , 

2021; Stone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20), 未充

分考虑员工对数字技术的直接反应和反向作用。

因此,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挖掘两者间的双向影响

路径和边界条件。 

第三,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案例分析等定性方

法, 相关的实证经验证据还相对有限。企业数字

化转型作为一个新兴的管理实践, 早期的研究主

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及时地汇总信息, 总结经

验, 为管理者提供详实的反馈和建议(王子阳 等, 

2020; 钱雨 等, 2021)。然而,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

迅速发展, 研究样本逐步扩大, 大规模数据和统

计结果也在不断完善 ,  使得实证研究的基础日 

 

益健全。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采用实证方

法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以获得更普适性的

经验用以指导管理实践(吴晓波 等, 2022; 肖土盛 

等, 2022)。 

3  研究构想 

本文以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型为理论基础 , 

旨在深入探讨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面反应

及其内在机理(如图 1 所示)。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

型(又称“工作压力四元模型”, Four-way model)包

含压力源、个性特征、应对策略和压力结果四个

方面。该模型强调, 即便在相同的压力源条件下, 

不同的个性特征和应对策略也会导致积极或消极

的压力体验产生 ,  进而造成不同的压力结果

(Williams & Cooper, 2002)。相应地, 本研究围绕

工作压力四元模型, 开展四个研究来实现研究目

标。具体而言, 研究 1 关注员工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的压力源, 旨在定性地探索和总结员工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中压力源的感知和识别。研究 2 聚

焦于追踪数字化转型给员工带来的压力结果, 基

于变革分析框架, 采用不连续增长模型进行纵向

实证分析, 旨在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对员

工的客观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在纵

向时间序列上的变化情况。研究 3 和研究 4 分别

采用对压力的认知类型视角和情绪反应视角, 关

注在不同数字技术特征和个体态度的作用下, 员 

 
 

图 1  研究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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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对数字化转型形成的双面压力体验以及导致不

同压力结果的机制和边界条件。其中, 研究 3 从

认知类型视角出发 ,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Stress, Lazarus & Folkman, 

1984; LePine et al., 2016), 旨在探讨员工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形成双面反应的认知机制、边界条件

和结果。研究 4 从情绪反应的视角出发, 基于压

力源−情绪理论(Stressor-Emotion Model, Spector 

& Fox, 2005), 旨在探讨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形成双面反应的情绪机制、边界条件和结果。 
3.1  研究 1: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压力源的

识别和感知 

研究 1 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员工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的“压力源”。通过科学的归纳和探索员工

对压力源的识别和感知, 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详

实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撑。尽管过往研究已经证

实数字化转型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协作效

率、提高决策精准度、创造客户价值等方面能够

带来积极的影响, 但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情绪、认

知和行为的直接影响仍不明确。目前, 关于企业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所需面对的新工作要求和

变化的论述多处于“现实观察”和“观点讨论”的层

面, 暂时缺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

类压力源的探索、归纳和总结。因此, 本文首先

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视作

“压力源”, 归纳并总结员工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进

行压力源的识别和感知。 

压力是指当环境对个体的要求超过个体原有

资源水平而引起变动的过程 (Cavanaugh et al., 

2000; Lazarus & Folkman, 1984; Williams & Cooper, 

2002)。压力源是员工接触频繁且对其影响较大的

情境因素(Bliese et al., 2017), 不同的工作压力研

究分支已对压力源的内容和类型进行了一定的提

炼和划分。例如,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 那些被

员工认为对自身成长和获得报酬有益的工作要求

可以被视作挑战型压力源, 如工作负荷、时间压

力、工作复杂度、工作责任等(LePine et al., 2005; 

Webster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8); 而那些被员工认为无益于个人成长和获得

报酬, 或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工作要求则被视作

阻断型压力源, 如争权夺利、人际矛盾冲突、角

色模糊、角色冲突、资源不足等(LePine et al., 2005; 

Webster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8)。 

尽管现有研究暂未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员工

带来的工作压力进行系统归纳和提炼, 但根据实

际观察和本研究前期的案例预调研, 企业数字化

转型及其所带来的工作变化和要求等会被员工视

为重要的工作压力源, 并且, 这些压力源可能同

时给员工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例如, 在某现代

住宅地产公司的调研中, 员工普遍表示能切实感

受到“数智赋能”的益处, 但也同时感到时间紧迫

和高工作复杂度等压力。同样地, 本文在服务行

业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 尽管引入数字化系统会

显著提高服务效率 , 但员工也可能因此产生“无

助感”。 

基于对上述现实情况的观察和讨论, 研究 1

拟采用理论推导和扎根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 

从企业管理实践中识别和归纳员工的“压力源”。

具体而言, 研究 1 将基于文献, 结合企业档案、深

度访谈和观察资料的数据, 运用扎根技术进行编

码处理, 逐步展现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进而比

较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员工间的差异。基于此 , 

研究 1 旨在回答下述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1: 企业数字化转型给员工工作带

来的哪些变化或新要求会被员工识别为压力源？ 

研究问题 2: 来自不同行业或从事不同类型

工作的员工, 对上述压力源的感知和识别会有何

差异？ 

3.2  研究 2: 员工工作绩效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

展时间的变化规律研究 

研究 2 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员工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的“压力结果”, 即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

对员工客观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在

纵向时间序列上的变化, 以此为本研究深入探讨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面反应及其机制提供

初步证据。 

目前, 学术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观绩

效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层面。已有研究证实,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或在运营中采纳算法等技术, 

会对企业优化资源分配、提高协作效率、提升决

策精准度、促进组织学习和为客户创造价值等方

面产生积极影响(如 Bonanomi et al., 2020; Yu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0)。然而, 鲜有研究直接论

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

目前关于员工绩效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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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缺乏实证依据来验证两者间的关系(梁建 等, 

2021; Boudreau, 2016)。 

因此, 研究 2 尝试应用变革分析框架来探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其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变革分析框架(Bliese & Lang, 

2016; Bliese et al., 2017)通常用于研究事件的影响, 

其中事件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时间, 可以将其划分

为事件发生前和事件发生后。在本研究中, 我们

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视作一个“事件”, 将企业数字

化转型事件的开始时间定义为该企业(某)数字化

转型项目的“正式上线”时间, 即系统、平台或其他

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措施、技术手段正式投入使

用的确切日期。变革分析框架 (Bliese & Lang, 

2016; Bliese et al., 2017)指出, 事件产生的结果会

受到该事件发生时间长度的影响。结合企业预调

研的结果, 本文认为在企业正式上线数字化转型

项目后, 员工个体客观工作绩效可能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由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正式上线“事件”对员工个体客观工作绩效带来

的直接影响尚不明确, 本文尝试性地列举出几种

可能的变化规律:  

可能的情况 1: 相较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前, 数字化转型正式上线后, 员工个体工作绩效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如图 2 情况①所示)。

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员工会不

断适应新工作方法和新数字化场景 , 熟悉新技

术、新工具和新设备的使用, 在实现“熟能生巧”

的基础上谋求更有创造性、效率更高的工作方法, 

“助力”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现, 导致

员工个体工作绩效随着时间提升。 

可能的情况 2: 相较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前, 数字化转型正式上线后, 员工个体工作绩效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如图 2 情况④所示)。

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员工无法适应企业数字化转

型后的新工作模式, 从而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

力去学习新技术设备和系统工具, 这在一定程度

上挤压了员工完成本职工作的时间, 且会给员工

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 员工在新数字化系统和算

法下感到无助, “阻力”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不断显现, 导致员工个体工作绩效随着时间下降。 

可能的情况 3: 相较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前, 数字化转型正式上线后, 员工个体工作绩效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先提升后下降(如图 2 情况

②所示)。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员工会在企业数字

化转型后的短时间内感受到数字赋能的效果, 实

现了工作绩效的提升; 但由于数字化转型对员工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或员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在

新工作场景中的工作方式和心态, 导致员工无法

适配较高的企业数字化工作要求, 工作绩效随时

间下降。由此, 员工个体客观工作绩效随着时间

的推移呈现先提升后下降的变化规律。 

可能的情况 4: 相较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前, 数字化转型正式上线后, 员工个体工作绩效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先下降后提升(如图 2 情况

⑤所示)。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员工一时间无法快

速接受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新工作要求, 难以适 
 

 
 

图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事件”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的影响示意图 



第 4 期 周琦玮 等: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反应研究：基于压力的理论视角 601 

 

 

应新工作模式和运行流程, 很难快速掌握新工具

或设备的应用 , 导致工作绩效下降; 然而 , 随着

数字化进程不断加深, 数字化平台的内部算法和

底层逻辑经过前期实际运行的不断迭代和升级 , 

逐渐适应于企业和员工的实际工作。企业内外各

环节成功经历磨合和适应阶段, 数字化对个体工

作的赋能效果更加显现。由此, 员工工作绩效随

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变化规律。 

基于上述论述 , 研究 2 旨在回答下述研究   

问题。 

研究问题 3: 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正式上线

是否会对员工个体客观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研究问题 4: 相较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前 , 企

业数字化转型项目正式上线后, 员工个体客观工

作绩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3.3  研究 3: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双面反应的

认知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 

研究 3 的主要任务是从认知角度探究员工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压力体验”。基于压力认知

评价理论(Transactional Theory of Stress, Lazarus 

& Folkman, 1984, LePine et al., 2016), 从压力认

知类型视角出发, 本研究将揭示员工对工作场所

数字化转型程度这一压力源形成“助力”或“阻力”

的认知机制, 并探究数字技术特征和员工态度对

上述压力认知类型的影响, 以及其对压力结果的

进一步影响。具体而言, 基于实验数据和多时点−

配对问卷调研数据, 实证检验工作场所数字化转

型程度感知会通过员工压力评估类型(即压力体

验: 挑战型、阻断型)产生相应的回应行为(即压力

结果: 支持转型、抗拒转型; 工作绩效、退缩行

为 ) 。 并 且 , 基 于 技 术 接 受 模 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Davis et al., 1989; Venkatesh & 

Bala, 2008; Venkatesh & Davis, 1996; Venkatesh & 

Davis, 2000), 探究数字技术特征(Davis, 1989; 即

感知易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和 员 工 态 度 (General 

Attitudes towards Digital Technology, Schepman & 

Rodway, 2020, 即积极数字技术态度、消极数字技

术态度)在上述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图 3 为本

研究模块的整体理论模型。 

3.3.1  “压力体验”部分: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双面压力类型认知评估 

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 Folkman, 

1984, LePine et al., 2016), 个体在面对压力源时, 

会依据自身经历、认知等因素对压力源进行评估

(stressor appraisal; LePine et al., 2016)。这一评估

结果将影响个体后续的应对方式, 并最终对工作

表现产生影响。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当外部环境 
 

 
 

图 3  研究 3 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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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的要求超过个体原有的资源水平时, 就会

产生压力源(Lazarus & Folkman, 1984)。研究 3 将

压力源的衡量细化到员工感知层面, 即员工对工

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感知。基于社会认知理

论(Fiske & Taylor, 1991)的核心观点, 即便在同一

企业、甚至同一团队中, 不同员工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感知程度都是不同的, 即员工对数字化转

型这种压力源的感知存在“个体间”差异。员工会

对压力源进行两阶段评估: “一阶评估”是对压力

类型的认知, 即个体将外部环境对自身的要求既

可能视为能够帮助自身成长、带来发展的机会(挑

战型压力评估), 也可能视为让人受到限制、甚至

带来伤害的事件(阻断型压力评估); “二阶评估”则

是对“一阶评估”结果的回应。个体会基于多种应

对机制来确定采用何种行为来应对上述评估, 这

一过程称为“二阶评估”。 

Webster 等(2011)和 LePine 等(2016)学者指出, 

在“一阶评估”阶段, 即便面对同类的压力源, 员

工也会基于这些压力源对自身的意义和带来的影

响进行不同类型的压力认知评估。基于此, 研究 3

认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后引发的工作场所数字

化转型既会带来员工的挑战型压力评估, 也会带

来员工的阻断型压力评估。 

一方面 , 从“助力”角度 , 员工会对工作场所

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进行挑战型压力评估, 进而

做出支持数字化转型的反应。过往研究发现工作

量、时间压力、工作复杂性和责任等工作要求都

会使员工进行挑战型压力评估, 并带来积极的工

作绩效(LePine et al., 2005; Wallace et al., 2009; 

Webster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4)。基于企业

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工作场所变化, 员工对数字化

转型的挑战型压力评估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首

先, 数字化转型增加了员工的工作自由度和自主

权。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的远程办公系统不

断发展, 使得员工不再局限于现场办公场景。这

样 的 高 工 作 自 主 权 赋 予 员 工 更 多 的 掌 控 感

(Piszczek, 2017), 允许员工有更多自行支配的时

间和精力来从事特定的行为, 从而让员工感到自

身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和成长机会。其次, 数字化

转型中的领导模式、信息交互方式等为员工提供

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员工通过学习掌握资讯和知

识, 进而产生更多、更好的工作想法(李燕萍, 苗

力, 2020; 梁建 等, 2021; 史燕伟 等, 2023; 姚小

涛 等, 2022)。再次, 数字化转型中运用的技术设

备会显著提升工作效率, 并能帮助员工跨越时间

和地理的限制来与同事、客户建立更密切的连接

(Wang et al., 2020), 以此提升了员工自身获得的

社会支持。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 1: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对

员工的挑战型压力评估产生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 从“阻力”角度 , 员工会对工作场

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进行阻断型压力评估。过

往研究已指出角色模糊、管理压力、角色冲突、

资源不足等工作要求会使员工进行阻断型压力评

估(LePine et al., 2005; Webster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4)。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工作场

所变化, 我们认为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阻断型压

力评估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首先, 数字化转型

提高了对员工的工作要求。数字系统的应用和数

字化转型带来的新工作内容提高了工作复杂性 , 

并要求员工掌握更强的数据分析能力, 提升数字

系统使用水平。这些变化不仅增加了工作难度 , 

更提出了新的、更富挑战性的工作角色要求(涂艳 

等 , 2023; 谢小云  等 , 2021; 张樨樨 , 郝兴霖 , 

2023)。第二, 数字化转型会导致员工的工作角色

模糊。已有研究表明, 在数字化工作环境中的“远

程办公”“虚拟团队”等工作模式会使个体失去意

义参考和群体归属感, 感到自身角色模糊并陷入

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Petriglieri et al., 2019)。此外, 

线上沟通也会降低沟通双方的情感交互, 降低员

工 感 知 到 的 社 会 支 持 (Siampou et al., 2014; 

Schneider & Sting, 2020)。第三, 数字化工作系统

具有全面覆盖、立刻反馈、高互动频率和不透明

性的特点, 全天不间断的工作连接提高了企业和

领导对员工的控制 , 降低了员工的工作自主权

(Xie et al., 2019), 因此也会使员工对数字化的组

织控制方式产生抵触心理(Kellogg et al., 2020)。由

此, 本文提出:  

假设 2: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对

员工的阻断型压力评估产生正向影响。 

3.3.2  “压力结果”部分: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双面反应及其行为结果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个体对压力类型评

估的结果将影响个体后续的应对方式(Appraisal 

Response), 并 最 终 影 响 工 作 表 现 (Lazarus & 

Folkman, 1984; LePine et al., 2016), 这构成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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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认知评估的第二阶段。在此理论框架下, 本文

认为员工在做出不同的压力认知评估类型后会采

取相应的支持/抗拒数字化转型的反应, 进而影响

后续的工作表现。 

一方面 , 从“助力”的角度来看 , 工作场所数

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通过促进员工进行挑战型压

力评估, 促进员工支持数字化转型, 并最终提升

其工作绩效。当员工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额外工

作要求和工作压力视为实现个人成长、发展和提

高收益的宝贵机会时, 他们会愿意投入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来学习新的数字技术以满足新的工作要

求, 并做出积极参与、贡献知识等支持数字化转

型的行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 员工将学习到更

多新知识和新技能, 其工作能力将获得提升, 工

作效率也会因为数字技术的辅助而提高。因此 , 

最终会提升整体的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 (Rimon, 

2017; Wang et al., 2020)。此外, 数字化转型还带

来了更高的工作自主权和数字化的组织氛围, 这

些因素也将不断提醒员工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性和价值, 进一步促使员工积极支持数字化转

型并探索更多新的工作方式, 最终促进工作绩效

的提升和工作方式的创新 (vom Brocke et al., 

2018)。据此, 我们提出:  

假设 3: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正

向影响员工的挑战型压力评估, 促进员工支持数

字化转型, 并最终提升工作绩效。 

另一方面 , 从“阻力”的角度来看 , 工作场所

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通过引发员工的阻断型压

力评估, 导致员工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抗拒, 并最

终导致工作退缩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引入的

新技术对员工的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包括高

工作复杂性和严苛的时间压力等(Cavanaugh et al., 

2000)。这些要求可能会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产生

不利影响(O’Driscoll & Dewe, 2001)。当员工认为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工作变化和额外要求会对自身

造成潜在损失风险时, 他们会选择采取回避和拒

绝参与的方式来减轻这些负面感受 (Lazarus & 

Folkman, 1984; LePine et al., 2016)。因此, 他们会

表现出对数字化转型的抗拒, 如在工作中消极怠

工、缺勤, 甚至采取离职等负面抵抗行为。此外, 

数字化转型也可能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组织控制和

信息负荷, 这些因素也可能引发员工焦虑情绪和

心理压力(Wang et al., 2023)。因此员工也会通过

表达对数字化转型的抗拒态度来缓解自身的负面

感受, 并相应地做出一系列工作退缩行为。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4: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正

向影响员工的阻断型压力评估, 导致员工抗拒数

字化转型, 并最终产生工作退缩行为。 

3.3.3  “技术特征”部分: 数字技术有用性、易用

性的调节作用 

技术接受模型(Davis et al., 1989; Venkatesh & 

Bala, 2008; Venkatesh & Davis, 1996; Venkatesh & 

Davis, 2000)旨在解释影响用户对新信息技术使

用决策的因素。该模型是在理性行动模型(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Fishbein & Ajzen, 1975)基础

上经历了多次演变发展而来的。根据该模型, 用

户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直接影响其使用

技术的意图, 并最终影响实际的使用行为。在这

个过程中, 用户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如

技术态度, 也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目前, 诸多

研究证实了技术接受模型的解释力和优势, 验证

了其对各种技术和环境的广泛适用性(如 Grover 

et al., 2019; Majumder et al., 2022)。作为技术接受

模型的核心变量, 感知技术有用性和感知技术易

用性已被多次证明是影响技术接受程度的重要前

因变量(Granić & Marangunic, 2019)。 

感知有用性是指潜在用户对使用特定技术是

否会提高其在组织环境中工作绩效的主观评估

(Davis, 1989)。在员工对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

感知形成的过程中, 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有用性

越高, 其对数字化转型形成挑战型压力评估的可

能性就越高, 同时减少形成阻断型压力评估的可

能性, 这会进一步促使员工做出更多的数字化转

型支持行为 , 并促进后续一系列积极的工作结

果。这是因为, 一方面, 当员工面对数字化转型带

来的复杂挑战时, 由于他们认识到数字技术能够

帮助自身更好地完成任务, 提升工作绩效, 他们

更愿意将当前学习掌握新技术的工作要求视为个

人成长发展的机会, 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从而对

数字化转型形成挑战型压力评估。另一方面, 当

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高时, 他们更倾向于通

过向同事分享自己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来获取相关

知识和经验。在这一非正式交流的过程中, 员工

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情感支持和实践经验, 这可以

有效缓冲数字化转型压力源可能带来的潜在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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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Stöckl & Struck, 2022), 降低员工因应对和

适应数字化转型而出现的自我怀疑情绪, 降低员

工形成阻断型压力评估的倾向。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 5a: 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有用性会增强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挑战型压力

评估之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有用性

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 5b: 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有用性会削弱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阻断型压力

评估之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有用性

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弱。 

感知易用性是指潜在用户认为使用新技术无

需耗费过多体力或脑力的程度(Davis, 1989)。我们

认为, 在员工对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形

成的过程中 , 当其感知数字技术易用性越高时 , 

即员工认为掌握新数字技术的过程不会过于复杂, 

其能够轻松获取新知识和技能应对新工作场景时, 

员工更可能对数字化转型中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形

成积极评价, 从而提高进行挑战型压力评估的可

能性、并降低阻断型评估的可能性。具体而言, 当

感知数字技术易用性越高时, 一方面, 由于数字

技术的用户友好性和易操作性能够帮助员工提升

工作效率, 员工可以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

作任务(Hansen et al., 2018; Tahar et al., 2020), 因

此, 员工更可能将新数字技术看作提高自身工作

能力、利于自身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工具, 进而

对数字化转型做出挑战型压力评估。另一方面 , 

根据努力−恢复模型 , 应对工作要求所需的努力

会导致短期的生理和心理负荷反应 (Meijman & 

Mulder, 1998)。数字技术易用性降低了员工学习

和适应新技术的难度, 使其认为学习和掌握数字

技术不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和努力。因此 , 

较轻的应对压力和较少的额外付出能够减轻员工

的心理负担, 促使他们不将适应数字化转型视为

一种阻碍自我成长的压力, 进而降低对数字化转

型做出阻断型压力评估的倾向。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 6a: 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易用性会增强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挑战型压力

评估之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易用性

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 6b: 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易用性会削弱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阻断型压力

评估之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的数字技术易用性

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弱。 

3.3.4  “个体态度”部分: 员工数字技术态度的调

节作用 

技术接受模型(Davis et al., 1989; Venkatesh & 

Bala, 2008; Venkatesh & Davis, 1996; Venkatesh & 

Davis, 2000)强调了用户的主观规范在影响技术

使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结合数字化转

型的研究情景, 本文探讨员工数字技术态度的调

节作用。 

员工数字技术态度指的是员工对使用人工智

能、算法、机器学习等主要数字技术的整体态度, 

分 为 积 极 和 消 极 两 类 (Schepman & Rodway, 

2020)。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 个体对数字技术

的态度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Schepman 和

Rodway (2020)指出拥有积极数字技术态度的员

工对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技术很感兴趣, 他们

认为数字技术有许多有益的应用并会在长远范围

内对工作和生活产生正向影响; 相反, 拥有消极

数字技术态度的员工会倾向于认为数字技术本身

带有威胁和风险, 不能完全信任数字技术的算力, 

这会在长远范围内对工作和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当员工对数字技术持有积极态度时, 他们更

可能相信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自我成长和发展 , 

进而对工作场所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挑战型压力评

估。首先, 持有积极态度的员工对数字技术抱有

好奇心和求知欲, 在面临数字技术难题时, 他们

更可能将其视为一个挑战而不是威胁, 倾向于付

出努力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其次, 持有积极态

度的员工认为数字化转型符合社会发展和技术进

步的总体趋势, 尽管有可能遭遇挑战, 但最终会

取得成效 , 并为个人和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 

实现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最后, 持有积极态度

的员工会形成人与技术积极互动的视角, 会在应

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时抱有更高的自信心和效能

感, 更相信自己能够更快适应新的工作流程和技

术要求, 从而超越同事以得到上层的表扬和奖励, 

获得更多晋升机会。由此, 在员工对工作场所数

字化转型程度形成感知的过程中, 当员工持有积

极的数字技术态度时, 员工更可能对数字化转型

形成挑战型压力评估。 

相反 , 当员工对数字技术持有消极态度时 , 

他们更可能怀疑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或者担心新

技术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进而对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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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阻断型压力评估。一方面, 员工的消极数字

技术态度导致他们难以理解企业开展数字化转

型的作用, 缺乏动力去学习和适应新技术, 从而

将变革看作是一个繁重的负担。另一方面, 持有

消极态度的员工可能对自身工作能力抱有怀疑 , 

认为自己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来适应新的工作

要求, 这导致满意度和效能感的降低, 进而产生

更多的抗拒和消极行为。此外, 在面对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高频率沟通、不间断工作连接时, 持有

消极态度的员工更可能会感到烦躁和拘束, 进而

增强他们对数字化转型的负面评价。由此, 本文

提出:  

假设 7a: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

工积极数字技术态度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挑战型

压力评估具有正向影响。即员工的积极数字技术

态度水平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 7b: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

工消极数字技术态度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阻断型

压力评估具有正向影响。即员工的消极数字技术

态度水平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强。 

3.4  研究 4: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双面反应的

情绪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 

研究 4 的主要任务是基于压力源−情绪理论, 

从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这一压力源的情绪

反应视角, 揭示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这一压力

源形成“助力”和“阻力”的内在情绪机制, 并探究

数字技术特征和员工态度对上述情绪类型的影响, 

以及其对压力结果的进一步影响。具体而言, 采

用基于情景实验法和基于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ESM)的问卷调研数据, 在

工作日层次上检验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

会通过影响员工积极/消极情绪类型(即压力体验: 

专注、焦虑)产生相应的回应行为(即压力结果: 支

持转型、抗拒转型; 工作绩效、退缩行为)。并且, 

数字技术特征(即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Davis 

et al., 1989)和员工自身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即积极

数字技术态度、消极数字技术态度, Schepman & 

Rodway, 2020)会在上述影响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图 4 为研究 4 的整体理论模型。 

3.4.1  “压力体验”部分: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双面情绪反应 

研究 4 基于压力源−情绪理论框架探讨员工

对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的情绪反应。相关研究

表明, 员工的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并且持续受到压力源的影响(Rodell & Judge, 2009; 

Rose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18)。压力源−情

绪理论框架将压力源、情绪和行为联系到一起 , 

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感知会通过影响其情绪状态

而最终影响其行为(Spector & Fox, 2005), 这为研

究 4 的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 

 

 
 

图 4  研究 4 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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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已经证实, 员工对不同类型压力源

的感知会相应地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Rodell & 

Judge, 2009; Rosen et al., 2020)。不同类型的压力

源包含不同的信息和特征, 从而让员工对其可能

引发的结果或带来的价值进行判断, 并产生相应

的情绪(Cavanaugh et al., 2000)。例如, 阻断型压

力源通常引发员工的消极情绪, 而挑战型压力源

则既可能引发积极情绪 , 也可能带来消极情绪

(Rodell & Judge, 2009)。此外, 同一类型压力源的

水平波动程度也会引发不同类型的情绪。例如 , 

较波动的挑战型压力源水平可能会带来消极情绪, 

而稳定的挑战型压力源水平可能会带来积极情绪

(张志鑫, 梁阜, 2021; Rose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18)。在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员

工感知到其执行任务的流程和方式、在组织内的

社会关系以及整体工作体验都会发生巨大改变

(史燕伟 等, 2023; 涂艳 等, 2023; Meske & Junglas, 

2021; Schneider & Sting, 2020; vom Brocke et al., 

2018)。这些改变既可能被员工视作成长和发展的

机会, 也可能被认为是对自身发展的阻碍。基于

上述论述, 我们提出员工对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

程度感知这一压力源将产生双面情绪反应: 员工

既有可能产生积极情绪 , 如专注 (Attentiveness, 

Watson, 2000), 来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和

机遇; 也有可能产生消极情绪, 如焦虑(Anxiety), 

来面对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负

面影响。 

一方面 , 从“助力”的角度来看 , 工作场所数

字化转型程度的感知可能会引发员工专注这一积

极情绪。专注是指员工呈现机敏、注意力高度集

中和富有决心的感觉, 通常意味着个体已经准备

好利用机会或达成目标(Gollwitzer, 1990), 它是

积极情绪的一种(Watson, 2000)。研究表明, 专注

这种积极情绪能够有效促进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

更好的状态 , 包括提高个体的愉悦感和参与度

(Watson, 2000)、提升工作绩效(Rosen et al., 2020)、

促进开展组织公民行为 (Rodell & Judge, 2009; 

Rosen et al., 2020)。我们认为,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

型 所 带 来 的 技 术 赋 能 、 更 高 的 工 作 自 由 度

(Boudreau, 2016)、丰富的工作方式、充足的资讯

与信息(梁建 等, 2021)等方面的变化都会使员工

感受到更多的发展和成长机会。当员工面对数字

化转型时, 他们可能会被激发出更多动力去克服

障碍, 积极应对变革, 并产生以更高水平完成任

务的决心。这些积极因素将导致员工将更多的注

意力投入到重要的任务中。据此, 我们提出:  

假设 8: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对

员工的专注情绪产生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 从“阻力”的角度来看 , 工作场所

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可能会引起员工焦虑这一消

极情绪。焦虑是员工对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 可

能产生于个体对外界确定的威胁或潜在威胁的感

知(Lazarus, 1991)。焦虑反映了个体自我怀疑和缺

乏自信的情绪状态, 在个体感受到事情的发展与

自身目标和期望不一致 , 或察觉到潜在风险时 , 

焦虑情绪便会产生(Cheng & McCarthy, 2018)。在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中, 海量资讯导致的信息过

载 (Yu et al., 2018)、算法控制下的公平感失衡

(Newman et al., 2020)、“远程办公”和“虚拟团队”

带来的角色模糊(Petriglieri et al., 2019)、数字技术

的全方位监督 (Curchod et al., 2020; Glikson & 

Woolley, 2020; Kellogg et al., 2020)等方面的问题, 

可能会使员工的工作掌控感降低, 从而产生焦虑

情绪。此外, 数字赋能过程中对员工提出的新学

习要求和时间压力也会让员工越来越怀疑自己是

否有足够的资源 (如时间和注意力)来完成任务 , 

进而引发焦虑情绪。据此, 我们提出:  

假设 9: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对

员工的焦虑情绪产生正向影响。 

3.4.2  “压力结果”部分: 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双面反应及其行为结果 

根据压力源−情绪理论框架(Spector & Fox, 

2005), 个体会在产生了不同的情绪状态后做出相

应的行为反应。在此理论框架下, 员工在做出不

同的情绪反应后产生支持 /抗拒数字化转型的反

应, 并进而影响后续的工作表现。 

一方面 , 从“助力”的角度来看 , 工作场所数

字化转型程度感知将通过激发员工专注的积极情

绪来增强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 从而带来工

作绩效的提升。现有研究表明, 专注情绪能够很

好地预测员工后续的任务绩效(Rosen et al., 2020)

以及组织公民行为(Rodell & Judge, 2009)。当员工

保持专注情绪时, 其注意力会高度集中, 因此能

更高质量地完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工作任务 , 

带来更好的工作表现。并且, 专注情绪也有助于

员工感受到工作的满足感与归属感 (Hod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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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ton, 2004;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使他们

能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对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 , 

因此员工更愿意将其应用在工作任务上以提升工

作绩效。另外, 拥有专注情绪的员工也会表现出

更高的机敏性和警觉性, 能够更好地管理自身行

为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确保其行为符合组

织变革时期的社会规范, 并减少可能导致反生产

力行为的冲动(Rosen et al., 2020)。据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0: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正

向影响员工的专注情绪, 促进员工支持数字化转

型, 并最终提升工作绩效。 

另一方面 , 从“阻力”的角度来看 , 工作场所

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可能会引发员工的焦虑情绪, 

从而导致员工抗拒数字化转型, 并最终引发工作

退缩行为。现有研究表明, 当员工将数字化转型

视为对于个人成长及任务完成的障碍时, 就会产

生焦虑情绪(Boswell et al., 2004)。这种焦虑情绪

可能导致员工降低对数字化转型中新工作的投入, 

以试图减少与转型相关压力源的接触。此外, 他

们也可能对转型提出异议, 甚至采取一些抵抗性

或破坏性的举动, 例如离职或频繁缺勤(Bovey & 

Hede, 2001; Oreg, 2003; Venus et al., 2019)。由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1: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会正

向影响员工的焦虑情绪, 导致员工抗拒数字化转

型, 并最终导致工作退缩行为。 

3.4.3  “技术特征”部分: 数字技术有用性、易用

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 在数字化转型中, 不同数字工具、

平台和系统的数字技术特征会进一步影响员工对

数字化转型的情绪、行为和后续结果反应。在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感知有用

性越高, 即认为数字技术会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

影响, 他们越可能体验到专注的积极情绪。一方

面, 较高水平的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可能来源于

远程办公、实时协作等数字化工具的使用, 在这

一过程中, 员工能够进行高效的沟通和协作, 避

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

灵活性。这样的工作环境有助于平衡工作与生活, 

减少情绪负担(Lister & Harnish, 2019; Fleischer & 

Wanckel, 2023), 使员工拥有更多情绪资源, 能够

更专注地完成工作任务。另一方面, 当员工感知

到数字技术的有用性较高时,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能够更加体验到数字技术的赋能, 他们期待通

过利用新技术来提高工作绩效, 并从中获得更流

畅的工作体验和更高的成就感。相应地, 在这个

过程中, 员工更有动力提升自身能力, 专注于重

要且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员工由于工作内容变动

或工作要求提高而产生的不安和焦虑情绪也得以

有效地缓解。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2a: 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会增强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专注情绪之

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越高, 这

一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 12b: 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会削弱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焦虑情绪之

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越高, 这

一正向影响越弱。 

当员工感知到数字技术易于使用, 即数字易

用性较高时, 他们面对数字化转型的专注的积极

情绪可能会增加, 焦虑的消极情绪可能会减少。

这是因为, 一方面, 易用性高的数字工具通常会

改变学习曲线的形态, 即员工前期所需投入到新

数字技术、平台学习的必要时间会减少, 这有助

于员工在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快地将更

多精力专注于完成工作任务, 甚至开展更富创造

力的活动, 而非疲于应对复杂的学习、适应过程

(Abdullah et al., 2016; Ya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 

感知易用性较高的数字工具往往拥有直观的、毋

需费力理解的用户界面, 员工能够更专注于任务

本身而非消耗精力用于前期的准备工作。这种能

够轻松掌握、应用的数字技术不仅能够使得员工

感到更加自信, 更能减少因使用困难、适应障碍

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情绪。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3a: 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易用性会增强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专注情绪之

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越高, 这

一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 13b: 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易用性会削弱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员工焦虑情绪之

间的关系, 即员工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性越高, 这

一正向影响越弱。 

3.4.4  “个体态度”部分: 员工数字技术态度的调

节作用 

本文认为, 员工数字技术态度这一个体态度

也会影响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情绪反应。当员工



60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持有积极数字技术态度时, 他们会对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各种新的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工作场景

抱有更加积极、开放和接纳的心态, 会更倾向于

关注数字技术在特定工作方面的优势和能力, 这

会使他们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变革时获得更多正向

的感受。同时, 持有积极数字态度的员工通常对

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益处有清晰的认识, 他们了

解数字工具如何改善工作流程, 因此更专注于实

现这些目标。当员工持有消极数字技术态度时 , 

他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数字技术存在风险, 会在

工作中感受到不安并质疑数字技术的能力和处理

工作任务的质量。其次, 持有消极态度的员工容

易与组织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导向产生矛盾 , 

导致其与团队脱节, 甚至产生孤独感。研究表明, 

与工作相关的孤独感意味着员工的重要需求没有

得到满足, 会引发焦虑并产生负面影响(Wright & 

Silard, 2021)。此外, 员工也会在面对与数字化转

型相关的新学习要求、复杂性工作要求时, 担心

自己是否能够胜任, 进而产生更多的负面感受。

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 14a: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

员工积极数字技术态度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专注

情绪产生正向影响。即员工的积极数字技术态度

水平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 14b: 工作场所数字化转型程度感知与

员工消极数字技术态度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焦虑

情绪产生正向影响。即员工的消极数字技术态度

水平越高, 这一正向影响越强。 

4  理论构建 

开展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中长期发展的优

先选择。然而, 实际上并非所有员工都能直接感

受到数字化带来的工作便利。相反, 有些员工会

认为数字化转型会增加工作负荷 , 带来工作压

力。例如,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员工在高效处理信

息、快速决策、持续学习等方面的要求, 不仅增

加了工作难度, 还引发了员工的心理负担。同时, 

数字技术驱动的工作方式要求员工学会在更广泛

的数字生态系统中与内外部合作伙伴建立协作关

系, 而组织架构的快速调整和业务团队之间的重

组可能导致员工的角色模糊甚至角色冲突。另外, 

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也引发了员工持

续的不安和焦虑, 进一步加剧了工作压力。此外, 

调研显示, 员工旧观念难转变、对数字化认识不

统一、数字人才缺口大也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的挑战和困境。由此, 面对这场深刻的组织变革, 

员工既可能是积极的“助力”因素, 也可能发挥消

极的“阻力”作用。因此, 基于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员工工作的“压力源”, 基

于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型视角, 构建了一个员工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双面反应的理论框架, 旨

在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员工微观个体产生

的差异化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由此, 本研究拟构

建以下三方面的理论体系:  

首先, 本研究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

“助力”和“阻力”的双面反应理论框架, 拓展了企

业数字化转型在微观管理领域的研究范畴和内

容。过往研究多采用人与技术交互的视角, 讨论

特定数字技术使用对员工个体或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的影响(史燕伟 等, 2023; 涂艳 等, 2023; 谢小云 

等, 2021; Bhave et al., 2020; Charlwood & Guenole, 

2022; Glikson & Woolley, 2020; Kellogg et al., 

2020; Man Tang et al., 2022; Murray et al., 2021; 

Rahman, 2021; Raisch & Krakowski, 2021; 

Raveendhran & Fast, 2021; Reddy et al., 2020; 

Tong et al., 2021; Vrontis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0)。本文则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及程度感知

视为“压力源”, 将企业数字化战略和员工压力纳

入同一理论框架, 为探究员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形成的双面反应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我们

认为在整体上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程度对员

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 这是因为 : 其一 ,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包括采纳特定新技术, 还包

括组织内部关系、员工整体工作体验等方面的变

化 (梁建  等 , 2021; 姚小涛  等 , 2022; Bonet & 

Salvador, 2017; Meske & Junglas, 2021; Raghuram 

et al., 2019; vom Brocke et al., 2018)。其二, 结合

社会认知理论(Fiske & Taylor, 1991)的基本观点, 

本文认为, 即便在同一企业、甚至同一团队中, 不

同员工也会感知到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型, 并对

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产生不同感知。不仅如

此, 员工对这种压力源的感知水平并非静止的、

单一的, 而是会随着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发生变化。与此同时, 虽然近年来国内外管理学

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注有了显著增长, 但现

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直接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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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还多停留在现实观察和理论探讨阶段, 很少有

直接论证两者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由

此, 本研究首先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所带来的

影响和变化视作“压力源”, 归纳并总结员工如何

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压力源的识别和感知。随后 , 

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视作变革“事件”, 纵向检验员

工个体客观工作绩效是否会受到该“事件”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本

研究将数字化转型这一在企业层面的战略选择与

员工行为反应、工作结果(工作绩效和退缩行为)

这些在个体层面的远端结果建立关联, 为证实企

业数字化转型在员工个体层面发挥的有效作用提

供直接依据, 也为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个体层

面的研究提供初步基础。 

第二 , 本研究基于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型 , 

探讨了员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下所

形成的压力体验和压力结果, 为揭示员工对数字

化转型双面反应的形成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随

着数字经济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主要围绕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和战略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开展, 

例如组织架构、战略转型目标, 以及关键技术应

用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的影响研究也集中

在对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协作效率、提高决策精

准度、创造客户价值等方面的探讨(如陈冬梅 等, 

2020; 黄丽华  等 , 2021; Hanelt et al., 2021; 

Verhoef et al., 2021; Vial, 2019)。然而, 对于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影响的微观视角研究则相

对较少。实际上, 企业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场深刻

的组织变革, 员工既可能积极“拥抱”变化, 也可

能对变革存在天然的“抵触”心理。在这一背景下, 

采用压力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工作要求、内容、

方式等各方面的显著变化, 在新的数字化工作情

景下, 员工会面临新的任务、工作量、时间压力、

角色冲突以及身体和情感需求等诸多方面的压力

和挑战。因此, 采用压力视角可以更为直接、全

面地揭示数字化转型给员工带来的影响。另一方

面, 现有压力相关理论体系, 如压力认知评价理

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压力源−情绪理论视角

等, 为分析员工对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产生

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提供较为系统的研究框

架。实际上,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具有动

态化、复杂化和新兴化的特征, 本文以压力视角

作为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可以形成对研究领域

的准确定位, 并对研究问题进行有效划分, 进而

帮助明确研究重点、清晰理论贡献, 增强结论的

解释力度。因此, 本研究认为工作压力动态过程

模型(即工作压力四元模型)可以为研究员工个体

对宏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面反应及其形成机理

提供一个有利的解释框架, 为员工更好地应对数

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提供了新思路。在研究 1 中, 

以探索性案例研究为方法,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

员工带来的压力源感知、类型识别、形成原因进

行归纳总结和理论构建, 明确员工对数字化转型

带来压力的感知和态度。在研究 2 中, 关注压力

结果, 探究员工客观工作绩效随数字化转型推进

时间的变化规律。在研究 3 和研究 4 中, 深入聚

焦员工不同压力体验和后续重要工作结果的形成

过程, 探索技术特征和个体态度在其中发挥的调

节作用。本研究从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型出发 , 

试图揭示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的影响机理, 为

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第三, 本研究聚焦员工对数字化转型压力体

验的形成过程, 分别从认知和情绪的视角, 揭示

了员工在个体层次和工作日层次对数字化转型形

成双面反应的内在机制、边界条件和后续结果。

研究在对工作压力动态过程模型中的压力源、压

力结果等进行逐一关注的前提下, 还进一步深入

聚焦员工不同压力体验的形成过程, 并探索技术

特征和个体态度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一方面,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本文提出员工既可能对

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进行挑战型压力评估, 采

取积极主动的应对行为, 进而提升工作绩效; 也

可能对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进行阻断型压力评

估, 采取消极和抗拒的应对方式, 进而引发退缩

行为。另一方面, 基于压力源−情绪理论视角, 本

文认为员工对数字化转型这一压力源的感知是不

断变化和波动的, 其既可能带来积极情绪, 促进

员工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行为和工作绩效的提升; 

也可能带来消极情绪, 导致员工采取退缩和抗拒

的应对方式。在这一过程中, 数字技术的特征、

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均会影响员工的压力体验, 

从而影响其对数字化转型发挥的“助力”或“阻力”

作用。本文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 强调对员工情

绪、认知和行为回应的关注,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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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员工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号召(谢小云  等 , 

2021; Wilson & Daugherty, 2018), 从员工管理的角

度丰富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法和路径的探索。 

最后, 本文也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当前, 我国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包

括员工思路不统一、数字化人才匮乏、员工倦怠

等问题。本文针对数字化时代企业员工管理实践

的挑战和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通过对工作压

力的引发过程和不同压力体验的拆解, 为企业科

学理解数字化转型对内部员工的影响提供了有益

的启示, 以此最终实现员工工作绩效的提升和退

缩行为的降低。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员

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双面反应为企业管理者提供

了针对性的管理干预措施, 以强化“助力”效果、减

少“阻力”作用, 提升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程

度, 鼓励员工积极做出贡献。具体而言, 企业管理

者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第一, 为

员工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减少压力的负面影响。例

如, 在引进数字技术的同时也给员工进行相应的

数字化技能培训 , 赋予员工更高的工作自主权 , 

为员工提供有关应用数字技术的绩效反馈和指导

等。第二, 适度改变制度来配合数字化转型以减

少压力的负面影响。例如, 设计与员工能力相匹

配的工作,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工作决策, 关心员

工心理健康和工作状态。 

对于企业员工来说, 在感受到企业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阻力后, 员工可以通过适当的情绪调整

和主动学习来积极适应数字化转型后工作的新要

求和变化, 从而提升工作表现, 助力企业整体绩

效的提升和数字化建设水平的提高。企业员工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排解由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压

力。第一, 及时调整认知和情绪。在数字化时代,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趋势, 员工需要转变工

作思维, 积极接受变革。第二, 保持主动学习。企

业数字化转型涉及的技术升级渗透到了工作的各

个方面, 因此员工需要积极学习新技能, 例如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以更好地应对

不断迭代的工作要求。在数字化时代, 员工的积

极参与以及企业的适当引导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 本文为员工和企业提供

了实际的指导和管理思路, 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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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employees respond to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search proposal from stress-bas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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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driving 

high-quality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owever, many companies encounter in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employee support and passive coope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rrent 

research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imarily concentrates on the macro-strategic level, whil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mployees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explored. Therefore, our study takes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employs the Process Theori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We vie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stressor” and aim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of employees to 

it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irst, we investigate the “stressor” by utilizing Grounded Theo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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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ver how employees perceive and identify stressors du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cond, we explore 

the “stress outcome”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mployees’ work performance 

and its dynamic changes over time based 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es framework. Third, we investigate the 

“stress experience” from both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erspectives. We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subsequent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s’ different responses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expands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ompanies to systematically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 

employee suppor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ori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stress, 

stressor-emotion model 

 


